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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档案事业
胡金凤

（内蒙古师范大学党委史志办公室，内蒙古 呼和浩特 011517）

摘要：南北朝时期是档案事业与当时的社会政治经济的发展紧密相连，在动荡的社会环境下，重建各项秩序的同时对档案也极为重视，

以档案为依据重塑政治和巩固政治地位。档案在政治、婚姻、差役赋税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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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魏晋南北朝的社会特点

公元 220 年，从曹丕取代汉朝建立魏国开始，即进入三国时期；

后来，晋武帝司马炎统一中国，建立西晋，以后为东晋、十六国；

南北朝各成系统。早在东汉末年，社会就开始出现动荡不安的局

面，正如《诗经·大雅·荡》中描述：“如蜩如螗，如沸如羹”

即人们的悲叹之声犹如夏日的蝉鸣一样不绝于耳、又如煮沸的羹

粥久久不息，广大人民流离失所。这一时期，阶级矛盾、民族矛盾、

割据政权之间的矛盾纵横交错。在争权夺利的过程中豪门士族逐

渐掌握了国家政权，频繁的政权更替致使社会更加动荡不安。

战争同样对档案典籍造成了极大破坏，政权的不断更替，对

档案事业的发展成为严重阻碍。从东汉末年开始，到三国、两晋

以及南朝梁武帝末年的“侯景之乱”，使南朝都城建康几成废墟，

梁朝的档案更是在劫难逃，就连南朝皇帝梁武帝也是参与焚毁档

案的元凶。战火蔓延之处，密阁中所藏经籍不是焚毁就是散失。

《隋书·经籍一》中所载：“惠、怀之乱，京华荡覆，渠阁文籍，

靡有孑遗”。说的就是西晋惠帝时的“八王之乱”。前后持续了

十六年之久，不仅严重地破坏了社会经济，同时也使当时的都城

屡次遭到洗劫，收藏在石渠阁的档案书籍遭到严重损坏，没有遗留。

简言之，社会动荡、档案流散。

另一方面，在相对和平的环境里，统治阶级从巩固政权的需

要出发，知道档案典籍的重要性，对档案典籍的收集、保管极为

重视。所以，统治阶级的重视成为这一时期档案事业发展的保障。

北朝初期，因为是少数民族政权，统治者在强制汉化的同时在文

化思想上吸收汉文化的因素达到巩固统治的目的，因此也十分重

视对档案典籍的收集。梁朝建立侯，梁武帝萧衍十分重视史籍档

案的收集，还辟让出文德殿专门存放收集来的史籍档案。南朝梁

元帝在位仅三年时间，也收集各种档案典籍竟有六万七千卷之多。

从管理模式上看，这一时期档案管理基本沿袭汉制，如设立

有尚书、中书、秘书等处所，有秘书郎、著作郎、主书、令史等职位，

他们负责对所藏档案的日常保管和编撰。此外，档案还存放在宗庙、

东观、秘府。公元 222 年，魏文帝在一份诏书中写道：“其以此

诏藏之宗庙，副在尚书、中书、秘书三府”。皇帝的诏书也是档

案的一种，沿袭秦汉时期的名称，即皇帝的下达的命令分为诏书、

制书、册书、戒敕四种，正本皆收藏于宗庙。为便于颁布施政，

副本在三省，即尚书、中书、秘书。由于受门阀制度的影响，士

族一味地追求高官厚禄而不屑做琐碎低下的文秘职务，因而出身

低微的寒门文人，逐渐管理档案典籍，成为专门管理档案的工作

人员，为提高档案管理人员素质的成为可能，同时促进了档案事

业的发展。

二、谱牒档案的产生和发展 

曹魏时期，曹操曾提出“唯才是举”的思想。到曹丕执政后，

又制定九品中正之法。“魏氏立九品，置中正，尊世胄，卑寒士，

权归右姓也”。将这种选拔人才的方式制度化的实行了九品中正

制。选拔人才以家世、道德、才能三者并重。后来在实施的过程中，

道德和才能被弱化，

出身门第越来越受到重视，甚至出现了世家高门和寒门庶族

的严格界限，形成“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士族”的局面。豪门士

族为了彰显门第维护和巩固特权，对谱牒的编修都十分重视，世

家大族都编有自己的家谱或族谱。

“谱牒，是以家族发展为背景、记录氏族世系发展的图册，

起源于夏朝，盛行于魏晋南北朝。”（1）在《史记·太史公自序》

中曾经提道：“维三代尚矣，年纪不可考，盖取之谱牒旧闻”。

到了魏晋南北朝时，对出身门第的重视达到高峰进而成为一种门

阀制度。参加选官，必须考察谱牒。在当时的豪强士族社会，为

了适应门阀士族政治的需要，谱牒大大发展了。谱牒档案的作用

深入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

（一）做官的凭证

魏晋南北朝时期，朝廷的高官显位非得是士族高门独有，寒

门庶族只能担任卑官末职，所以，在选拔官吏前，先要查验是否

出身士族，等第如何，谱牒就是重要依据。用谱牒辨氏姓贵族、

别门第高低。形成“考之簿世然后授任”“有司选举必稽谱籍”

的局面。梁元帝所著《金楼子·戒子篇》中所记：“谱牒所以别

贵贱，明是非，尤宜留意。或复中表亲疏，或复通塞升降，百世

衣冠，不可不悉。”就是说明了谱牒的作用就是辨别出身门第。

既然出身门第是选拔人才的首要条件，那么负责选拔人才的

官吏如吏部尚书、吏部郎以及州郡等地的官吏，就必须对所辖范

围内的士族情况详细了解，这也是成为选拔官吏的必备条件。否

则很容易混淆士族和庶族而犯下错误。所以，当时的吏部尚书和

吏部郎等官员，不是谙悉属下的士族就是熟悉谱牒姓氏。形成“高

门华阀，有世及之荣；庶姓寒人，无寸进之路”（2）的局面。当

时的高门士族羞于与寒门为伍，“服冕之家，流品之人，视寒素之子，

轻若仆隶，易如草芥，曾不以之为伍”。（3）由于严格的门第之

分，阻断了寒门士子晋升之路，从而出现伪诈高门、贿赂编修谱

牒者的趋利者，从而“谱牒讹误，诈伪多端，人物雅俗，莫肯留心。

是以冒袭良家，即成冠族；妄修边幅，便为雅士”。（4）为了便

于鉴士庶、别门第，防止假冒士族，梁武帝接受沈约的进谏要求，

查阅旧有的谱牒重新编修谱牒，“诏御史中丞王僧孺改定《百家

谱》”，（5）此时吏部尚书是齐王俭。宋王僧绰“徙尚书吏部郎，

参掌大选，究识流品，谙悉人物，拔才举能，咸得其分”刘湛“为

选曹，撰百家谱，以助铨叙”；陈姚察任吏部尚书，“尤喜人物，

至于姓氏所起，枝叶所分，官职姻娶，兴衰高下，举而论之，无

所遗失”；梁傅昭亦曾“参选事”，“博极古今，尤善人物，魏

晋以来，官宦簿伐，姻通内外，举而论之，无所遗失” 颇精通家谱；

陈孔奂任吏部尚书，“鉴识人物，祥练百氏，凡所甄拔，衣冠缙绅，

莫不悦服”。可见在当时精通谱牒是成为担任选官的必要条件。

但是如果不熟悉士族谱系，贵为皇室且“清干有余”，也难胜任

吏部官职。

北朝的情况与南朝相差无几，北魏孝文帝为巩固政权，同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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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鲜卑贵族和汉族士族做为官吏的首选标准。对此，周一良先生

认为“这是把天下各郡士族按门第高下排列成为表格，以便一目

了然，类似唐代的氏族志，而不是具有全部氏族的世系和人名的

家谱和族谱”（6）虽然不是典型意义上的家谱，但是具有谱牒的

实用性质，在选官任吏中，发挥了具有和南朝谱牒一样的作用，

（二）婚姻的参考

在门阀制度下，社会被严格区分为士族和庶族、上层士族和

下层士族、南方士族和北方士族，这些不同的集团，形成严格的

壁垒，在婚姻缔结方面为保持特权利益，严格在内部实现姻亲的

缔结，绝不与不同阶层、特别是上下级层之间通婚。如果违反这

一规则，混乱了血统，就难以在特权阶层立足而遭到弹劾。北方

士族南迁后出现公侯子孙，失其本系，“凡在一地方为人所尊敬者，

易一地焉则人莫之知”。有些下级士族或庶族，为改变阶层或提

升身份门第，会想尽办法与士族攀亲通婚。为了有效防止婚姻关

系的混乱影响士族权贵的利益，最好的办法就是查阅谱牒，谱牒

成为身份认证的重要参考依据。恩格斯说过，“对于骑士或男爵，

以及对王公本身，结婚是一种政治行为，是一种借新的联姻来扩

大自己实力的机会；起决定作用的是家族的利益，而不是个人的

意志。”（７）阶层之间、特别是豪门士族之间的联姻，已经渗

透进政治因素而成为利益集团。如高门王源与满璋之两家通婚，

媒人刘嗣之称满氏为高平旧族，可后来“索璋之籍阀”查核，竟

然“士庶莫辨，”即搞不清家世出身了。为此，沈约还上奏弹劾

王源，建议“免所居官，禁锢终身。”（8）以结婚为纽带，加以

政治因素结成联盟，用以巩固特权阶层的利益。如琅琊王羲之娶

高平郗氏之女，王羲之之子王凝之娶陈郡谢安侄女谢道韫王导之

孙王珣娶陈郡谢万之女，王珣弟王珉娶谢安之女等，（9）而谢家

和王家在当时都是权倾朝野的豪门望族，两家的联姻，也是政治

上联姻，特权更加巩固。

（三）避家讳之用

所谓家讳，也称私讳，即父母、祖父母之名。避讳很早就有，

秦始皇时期就开始。魏晋时期，家诲之风盛极一时，凡是士族贵

族的祖先名讳，要避免在其子孙面前直接说出，要用其他方式代替，

否现会被视作无礼。为了避免出现笑话，最好的办法就是谙熟谱牒。

南朝是王弘“日对千客，不犯一人之讳”，（10）就是充分显示

了普学家的学识。陈朝孔奂“封赏选叙，纷纭重叠，奂应接引进，

门无停宾。加以鉴识人物，详练百氏，凡所甄拔，衣冠缙绅，莫

不悦伏”。（11）只有游刃有余的用好谱牒，避免触犯对方的名讳，

才能游走官场。由此可见当时谱牒的应用之广泛。

（四）征发差役的依据

在南朝，谱牒除了成为选官之用和姻亲、避讳等外，还是政

府征发徭役的依据。魏晋南北朝时期，士族贵族并不在服徭役的

范围之内，这也是士族贵族倾尽全力维护阶层的根本所在。而庶

族阶层为了逃避差役，也会想尽办法在谱牒上做文章，如贿赂谱

牒编修者冒充士族。如荒伧人王泰宝就从当时的第一普学家贾渊

那里买到了最为高贵的“琅邪谱”，以致贾渊差一点被政府处死。

南齐时期庶族“改注籍状，诈入仕流，”以逃避差役的情况十分严重。

到梁武帝时期，这种情况愈发严重，已经到了严重影响国家财政

收入和徭役兵役的征发。为此，梁武帝除了接受沈约建议重修百

家谱意外，还设立了专门保管谱牒的机构——谱局，以及专门管

理谱局的官吏——令史。北魏南迁后，孝文帝也组织人员为迁入

中原的拓跋贵族订制族姓、建立谱牒。可见北朝统治者也非常重

视门第出身，亦有类似南朝谱局一样的机构。南朝从东晋始就出

现官修谱牒。

所以，从东晋开始越来越倾向于由政府组织编修谱牒。如贾

弼之编修谱书时，官府就曾经给其令书史，协助修书。虽然没有

成为制度化，但有明显的官修性质。随着时代的发展，谱牒的编

修已经从私人修撰逐渐向政府编修过渡，成为这一时期史籍档案

的重要特征。

三、档案载体材料的演变

我国古代档案载体材料，自殷商甲骨起，经历了青铜、石头、

竹简、缣帛、纸质等不同载体的演变。载体材料由重变轻、由繁至简、

由不易提携、使用、保存到随身携带，便于使用，由材料花费昂

贵到低廉的变化。

在纸张没有成为书写工具之前，人们一般是在简牍和缣帛上

书写。简牍就是竹简和木牍的简称，经过加工成为书写工具，不

仅字数容量小、还体积大不便携带。而缣帛是属于丝绸的一种，

由于材质昂贵成为不了普遍的书写工具。据考古发掘，最早的纸

张是出现在西汉，但是这种纸非常粗糙不便书写，不适合当作书

写工具。直到东汉宦官蔡伦改进了前人的造纸技术，从材料来源（低

廉）以及纸张的质量（细腻光滑）都得到极大的改进，为纸的推

广使用提供了可能，从而成为很好的书写材料。到魏晋时期，随

着大量优质廉价的纸张用于书写，为取代简牍提供了条件。东晋

米年，豪门权臣桓玄掌握朝廷大权后，下令停止使用简牍书写公文。

据《太平御览·桓玄伪事》：“古无纸、故用简……令诸用简者，

皆以黄纸代之”。（12）至此，简牍完成了历史使命，纸张成为

重要书写材料。随着的造纸技术的不断改进，纸张的品种也越来

越丰富，工匠们开始把防虫技术运用到纸张的制造，出现了染过

的黄色防虫纸。在一些重要的公文书写时，用防虫黄纸书写。

总之，魏晋南北朝时期，不仅社会动荡、政权更迭频繁的背

景下，史籍档案呈现特有的时代特点，纸张的改进以及成为书写

主要材料后，又促进了笔墨纸砚的发展以及书写领域里的艺术化。

篆书、隶书发展到魏晋时期的楷书，进而向草书变化。以这些为

基础的档案史籍数量又大大增加。所以，魏晋南北朝时期是我国

古代档案事业发展的一个重要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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